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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效应研究

———基于地级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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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 近年来地方政府因财政收入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形成“土地财政”，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中企业的
发展。本文将企业的发展分解为企业规模扩大、生产力提升的规模效应 ( 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 ，以及处于技术
前沿或跨越发展进入技术前沿引致企业生产力提升的技术效应。利用 1999 － 2009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市土地出让
与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土地财政收入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张中的数量效应，而没有质量效应; 结果同时
显示土地财政收入制约着企业技术效应的发挥。由此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驱逐”了那些对中国
未来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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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发展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

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自于分工与专业化带来的生

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引致的创新而改变企业技术

前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张具有规模
经济效应，而规模经济效应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1，2］。
此外，Acemoglu et al. ( 2003) 认为保持技术的领先地
位，使一国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是获得持续竞争优

势的关键［3］。这一观点对企业同样适用，技术创新越
来越成为影响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处于技术前沿的

企业发展越好。由此，企业的发展涵盖了生产规模扩
张与技术前沿的保持或跨跃。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
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企业规模扩张与技术前沿跨跃式发

展所产生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企业的发展因受
到中国制度约束而影响其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贡献。
从我国经济的特征事实来看，中国式分权结构硬

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推高了房价，造成地方政

府依赖土地财政。统计显示，2003 － 2007 年间，中国
地级市城市平均每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预算内财政

收入的比例超过一半，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更多地

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而非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有观点

认为，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导致了高地

价，进而使大中城市房价居高不下［4，5］。而持续繁荣的
房地产市场不仅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来增

加财政收入，还影响了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

导致工业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进而可能有损于企业

创新能力。
已有研究显示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城

市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并以此作为其财政收入的重

要来源［6，7］。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以弥补财

政收支缺口［8，9］。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
源，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拓宽了财政收入的来源渠道，

而且土地收入比从企业征税所得更为容易［10］。土地财
政弱化了地方政府在改善城市投资环境、鼓励工业企
业生产投资和创新方面的动力。
也有研究认为土地出让通过增加财政收入而有益

于企业生产的扩张。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优惠政策 “招
商引资”，促使地方经济增长［11，12］。在企业投产经营
之后，地方政府对企业征税以获得财政收入［13，14］。①地
方政府低价供给工业企业土地，降低企业的土地获得、
使用成本以吸引和促进企业投资和生产，有利于企业

生产活动的扩张。对此，亨利·乔治定理指出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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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聚集所产生的生产正外部性时，城市总的级差地

租等于城市纯公共物品支出加上对生产正外部性的补

贴［16，17，18］。这意味着，企业聚集于城市并产生正生产
外部性时，为进一步获取企业聚集的好处，地方政府

应利用财政收入来补贴企业生产投资和创新。傅十和
和洪俊杰 ( 2008) 发现了中国城市存在工业企业聚集
生产正外部性的证据［19］。上述研究提示了土地财政通
过改变地方政府收入结构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

但当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企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文献中并未得到回答。
本文认为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由企业生产规模扩

张与技术前沿改变两方面共同构成的，前者实质上是

解释了没有任何外生技术进步时的生产力进步，即企

业生产力仅由企业生产规模的提高而提升，称之为规

模效应; 后者实质上是保持或跨跃技术前沿而使企业

获得了额外的生产力进步［20］。李彬联和何东霞
( 2012) 在 Acemoglu et al. ( 2003) 的基础上探讨了企
业在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创新行为，认为处于技术前沿

或善于抓住机会进入技术前沿的企业，其发展水平较

高，称之为技术效应［21］。中国土地财政对这两方面的
效应会是怎样的? 这一问题国内学者较少关注。从已
有文献与现实特征判断，本文认为，中国土地财政实

质上在推高企业规模效应的同时抑制了企业的技术效

应。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工业企业生产规模、工业企业效率、城

市创新、以及新企业数量等作为企业发展的度量指标;
而使用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测度土地财政，以度量土地

出让收入作为投入要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模型设定

如下②:

Y1it = β1LandＲevit + Xitγ1 + αi + Tt + it ( 1)
其中 i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Y1 是企业发展

的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指标变量。规模效应指标包
括工业企业增值税、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工业企业资
产利润率。工业企业生产规模实质上是企业生产规模
的增量变化，反映的企业发展的数量水平特征; 而工

业企业效率则强调了要素投入的效率，这意味着企业

要素投入的质量。因此，本文的规模效应分解为数量
效应与质量效应两个方面。技术效应包括城市创新与
新企业数量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实质上体现了企业

处于技术前沿的程度、以及获取机会跨越技术前沿活
动的频繁程度。LandＲev是土地出让收入; X是城市特
征控制变量; β1 和 γ1 分别是待估系数; α和 T分别是
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 是误差项。本文关
注系数 β1，如果土地财政对企业发展的效应是抑制性

的，那么该系数估计值为负; 反之，如果土地财政有

利于企业发展，则该系数估计值为正。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包括: ( 1) 包括全国除西藏外 1999

－ 2009 年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286 个地级市城
市数据，其中部分年份城市数据缺失; ( 2 ) 来源于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 2000 － 2008) 和《中国国土资
源统计年鉴》 ( 2009 － 2010 ) 的土地出让收入数据;
( 3) 来自于“2004 年全国工商注册登记数据库”的工
业企业注册登记数据③; ( 4) 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 2000 － 2010) 与《中国专利全文数
据库》。另外，在进行相关模型估计时，我们对原始数
据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物价调整，转化为实际

价格数据。④ 主要数据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样本统计性描述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土地出让收入 ( 百万元) 3080 2240. 19 6250. 02 0 106994. 4

工业企业增值税 ( 百万元) 3068 2862. 65 4976. 15 11. 55 69074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百万元) 3084 83218. 15 180422. 3 15. 97 2605823

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 2976 0. 06 0. 06 － 0. 11 1. 18

发明专利申请量 ( 个) 3069 253. 11 1369. 96 0 2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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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新增企业数量以反映市场中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的频繁程度，对这一模型进行估计时采用的差分方法，但
篇幅限制，本文未列出模型设定，备索。

数据来源为: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厦门大学“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 ( 厦门
大学) 。由于数据的限制，该数据的最新数据只到 2004 年 9 月。该数据只包含了至 2004 年 9 月止还在运营的企业，不包括以前登记注册
但在此前关闭的企业。因此我们只分别计算 2002 年和 2003 年中各地级市城市的工业企业注册登记数量，其前提假设是一年内停运的新
生企业数的比例较小。

我们计算了以 1990 年为基准年的 CPI指数，然后利用此指数把收入数据调整为 1990 年不变价格收入。我们在利用 CPI 指数调
整收入数据时，使用的是省级 CPI指数，即每年在同一个省的城市收入数据都使用同一个 CPI指数进行调整。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 ( 个) 3069 306. 3 1253. 38 0 20679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 个) 3069 326. 43 1022. 28 0 19650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千人) 3061 232. 1 332. 89 3. 7 3405. 3

公路里程 ( 公里) 3089 7046. 95 6268. 35 53 110950

在岗职工 ( 千人) 3089 368. 32 435. 56 13. 6 5702. 6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 千人) 3003 47. 8 99. 39 0 846. 32

企业竞争指数 3061 3. 8 1. 9 0. 43 24. 21053

总人口 ( 千人) 3089 4193. 33 2942. 62 145. 5 30750

注: 表中各收入数据和价格数据均为名义值。企业竞争指数是由工业企业数除以工业从业人员数计算所得，
表示工业从业人员每千人对应的工业企业数量。
三、模型估计结果
( 一)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

规模效应 I: 数量效应
如果地方政府财政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而非来自企

业的税收收入，这会弱化地方政府在促进企业投资和

生产活动方面的激励。于是，如果这种机制存在的话，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就与度量企业生产规模的指标

变量负相关或者不相关; 反之，如果土地财政有利于

企业生产活动，那么，土地出让收入和企业生产规模

会呈正相关。下面我们使用工业企业增值税和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两个变量来衡量企业生产规模指标，

以检验上述影响机制。
1.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工业企业增值税的影响
工业企业增值税反映了企业生产规模的变化。⑤

如果土地财政减少了地方政府在促进企业生产和投资

方面的激励，如减少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等，那么，

土地出让收入和工业企业增值税之间就不会有正相关

关系。我们通过计量模型 ( 1) 考查土地出让收入与工
业企业增值税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如下城市特征变量:

工业从业人员数和公路里程。模型估计时，为了考虑
时间滞后效应，在某些模型中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滞后

项。表 2 是工业企业增值税模型估计结果。
在表 2 中，所有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

业增值税的对数值，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的

对数值，模型估计时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可以控制不可观测且只和城市
相关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城市的地理位置、行
政地位等，而年份固定效应则可以控制一些只随时间

变化而不随城市个体改变的因素，如中央政府的政策

等。我们同时还使用了城市聚类 ( clustered) 标准误，
以控制可能的异方差和残差的城市序列相关。表 2 中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 ( 1) － ( 4) 列中土地出让
收入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显著为正。这表明，土地财政
与由工业企业增值税作为企业生产规模指标显著正相

关，其弹性值为 0. 02 左右，表明土地财政收入每增加
1%，企业生产活动的规模会扩大 0. 02%。考虑到土地
财政收入额巨大，这个很小的弹性值仍具有经济上的

重要性。

表 2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工业企业增值税影响模型

工业企业增值税 ( 对数) t

( 1) ( 2) ( 3) ( 4)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0. 0247＊＊ 0. 0165 0. 0244＊＊ 0. 0216＊＊

( 0. 0109) ( 0. 0107) ( 0. 0094) ( 0. 0096)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 1 0. 0219＊＊ 0. 0191＊＊

( 0. 0093) ( 0. 0082)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0. 4076＊＊＊ 0. 4550＊＊＊

( 0. 0498) ( 0. 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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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增值税是对每一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额进行征税。 “从理论上讲，增值额是指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额。
……增值额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从内容上讲大体相当于净产值或国民收入。”“就一个生产单位而言，增值额是这个单位商品销售收
入额或经营收入额扣除非增值项目 ( 相当于物化劳动……) 价值后的余额。这个余额，大体相当于该单位活劳动创造的价值” ( 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编． 税法．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p． 31． ) 。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 1 0. 0873*

( 0. 0521)

公路里程 ( 对数) t 0. 0698＊＊ 0. 0968＊＊＊

( 0. 0341) ( 0. 0325)

公路里程 ( 对数) t － 1 － 0. 0049

( 0. 0262)

调整的可决系数 0. 95 0. 96 0. 96 0. 96

观测值 3056 2756 3036 2731

注: 表 2 中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业增值税 ( 对数值) ，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值) ，且所有模型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小括号内数字为城市聚类 ( clustered) 标准误。“t”
和“t － 1”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一期。*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2.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影响

如姜汝祥 ( 2011) 分析，在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形
势下，工业企业可能受较高的房地产市场利润驱使而

投资房地产业，可能的结果是不利于企业的主营业务

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只是策略性地投资房地产

市场，在获取投资高回报的同时加大对其主营业务的

投入，也可能出现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随房地产市

场的繁荣而增多的情形，也即土地出让收入与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正相关。于是，我们通过上述计量模
型 ( 1) 式考查土地出让收入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变量工业从业人员数和公路里程，

其他模型设定与上一小节的一致。表 3 是相关模型估
计结果。
表 3 中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对数值，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的

对数值，且所有模型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模型的其他设定与表 2 中的一致。表 3 所显
示的模型估计结果与表 2 相似。关键解释变量土地出
让收入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综合表 2 和表 3 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土地财政与

衡量企业发展的数量效应指标变量正相关。注意到即
使使用滞后一年的土地出让收入，结果也基本一样，

说明土地财政有利于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表 3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影响模型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对数) t

( 1) ( 2) ( 3) ( 4)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0. 0257＊＊ 0. 0048 0. 0274＊＊＊ 0. 0105

( 0. 0105) ( 0. 0100) ( 0. 0091) ( 0. 0094)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 1 0. 0318＊＊＊ 0. 0325＊＊＊

( 0. 0110) ( 0. 0099)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0. 3397＊＊＊ 0. 2817

( 0. 0846) ( 0. 2466)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 1 0. 1604

( 0. 1407)

公路里程 ( 对数) t 0. 0670＊＊ 0. 0791＊＊＊

( 0. 0305) ( 0. 0270)

公路里程 ( 对数) t － 1 0. 0074

( 0. 0218)

调整的可决系数 0. 97 0. 97 0. 97 0. 97

观测值 3071 2766 3048 2738

注: 表 3 中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对数值) ，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值) ，且所有模型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小括号内数字为城市聚类 ( clustered) 标准误。
“t”和“t － 1”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一期。*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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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
规模效应Ⅱ: 质量效应
企业利润率衡量生产活动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

利用效率。我们使用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 ( 企业利润
与固定资产之比) 度量工业企业效率。如果土地财政
对企业生产活动、研发投资活动以及城市投资环境的
改善有促进作用，那么，基于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效率

可能会得到改善。我们使用上述计量模型 ( 1) 来考查
土地财政与企业效率间的关系，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业资产

利润率，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的对数值，且

模型估计时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模型的其他设定与上一节模型设定相似。表 4 表明关
键解释变量土地出让收入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模型中

为正，但统计上都不显著，表示土地出让收入与工业

企业效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4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工业企业效率影响模型

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 t

( 1) ( 2) ( 3) ( 4)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0. 0013 0. 0015 0. 0014 0. 0016

( 0. 0014) ( 0. 0016) ( 0. 0014) ( 0. 0016)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 1 0. 0009 0. 0008

( 0. 0014) ( 0. 0014)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0. 0079 0. 0041

( 0. 0052) ( 0. 0095)

工业从业人员数 ( 对数) t － 1 0. 0060

( 0. 0064)

公路里程 ( 对数) t 0. 0021 0. 0065

( 0. 0052) ( 0. 0081)

公路里程 ( 对数) t － 1 － 0. 0094

( 0. 0063)

调整的可决系数 0. 53 0. 52 0. 53 0. 52

观测值 2，964 2，724 2，952 2，702

注: 表 4 中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关键解释变量是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值) ，且
所有模型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小括号内数字为城市聚类 ( clustered) 标准误。“t”和“t －
1”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一期。*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 三)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
技术效应

1.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我们使用城市专利申请量度量城市创新。专利分

为三种: 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为了考查土地财政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我们既使用这

三种专利的申请量总和，也分别使用三种专利类型的

专利申请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使用上述计量模型

( 1) 式进行相关估计。
由于研发从投入到产出有时滞性，故我们使用滞

后期 ( 取滞后三期) 土地出让收入考查土地财政的影

响，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估计时还控制了
城市特征因素: ( 1) 城市在岗职工数衡量研发创新的

劳动投入; ( 2)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作为城市人力资本
存量的度量变量; ( 3) 企业竞争指数 ( 由工业企业数
除以工业从业人员数计算所得) ，表示工业从业人员每

千人对应的工业企业数量，该数值越大，表示城市中

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而竞争能促进创新［22，23］。
从表 5 中模型估计结果可看出，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关键解释变量滞后期土地出让

收入 ( 对数值) 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但显著性较弱

( 仅在 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为了检验结果的
稳健性，我们也尝试了土地出让收入的多种滞后期数，

如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等，但关键解释变量城
市专利申请量的系数估计值都不显著。因此，这表明
土地财政对城市创新只有微弱的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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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城市创新影响模型

总专利申请量

( 对数) t

发明专利

申请量

( 对数) t

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量

( 对数) t

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量

( 对数) t

( 1) ( 2) ( 3) ( 4)

土地出让收入 ( 对数) t － 3 0. 0292* 0. 0374* 0. 0309 0. 0313*

( 0. 0167) ( 0. 0222) ( 0. 0269) ( 0. 0182)

城市在岗职工数 ( 对数) t － 3 0. 1695 0. 3565＊＊ 0. 2445 0. 3295＊＊

( 0. 1606) ( 0. 1636) ( 0. 2979) ( 0. 1337)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 对数) t － 3 0. 0396 0. 0686 0. 0735 0. 0352

( 0. 0484) ( 0. 0500) ( 0. 0682) ( 0. 0541)

企业竞争指数 t － 3 0. 0095 0. 0175 0. 0467 0. 0140

( 0. 0220) ( 0. 0231) ( 0. 0307) ( 0. 0180)

调整的可决系数 0. 95 0. 93 0. 89 0. 95

观测值 2，008 1，992 1，935 1，998

注: 表 5 中 ( 1) － ( 4)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总专利申请量 ( 对数值) 、发明专利申请量 ( 对数值) 、
外观设计发明专利申请量 ( 对数值) 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 对数值) ，关键解释变量是滞后三期土地出让收
入 ( 对数值) ，且所有模型都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小括号内数字为城市聚类 ( clustered) 标准
误。“t”和“t － 3”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三期。*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2.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新企业数量的影响
利用“2004 年全国工商注册登记数据库”中的工

业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分别计算 2002 年和 2003 年中
各市的工业企业注册登记数量。使用 2001 － 2002 年的
土地出让收入和 2002 － 2003 年企业数量数据，构建了
一个两期城市面板。在控制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和企业
竞争指数等变量的同时，利用 2002 － 2003 年间的新企

业数量对 2001 － 2002 年间的土地出让收入增量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第 1 列回归结果显示，土地出
让收入增量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 1%的显著性
水平) ，这表明土地财政不利于新企业建立 ( 这个结

果在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以及城市人口变动等因素后

也基本一样) 。⑥

表 6 土地财政收入来源对新企业数量影响模型

工业企业登记数 2003 － 2002

( 1) ( 2) ( 3) ( 4)

土地出让收入 2002 － 2001 － 0. 1797＊＊ －0. 2478＊＊ －0. 2538＊＊ －0. 2565＊＊

( 0. 0805) ( 0. 0975) ( 0. 0942) ( 0. 0932)

工业从业人员数 2002 － 2001 0. 7329 0. 5259

( 1. 5873) ( 1. 5425)

企业竞争指数 2002 － 2001 － 72. 3214 － 71. 9764

( 63. 3220) ( 65. 1282)

城市总人口 2002 － 2001 0. 6271

( 0. 6458)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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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部分创业的资本和企业家活动转移到了房地产市场上去了，但检验这个假设超出了本文的研究
范围。



调整的可决系数 0. 08 0. 45 0. 45 0. 45

观测值 281 281 280 280

注: 表 6 中所有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 2002 到 2003 年工业企业登记注册数量的增量，关键解释变量是 2001
年到 2002 年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量。小括号内数字为省份聚类 ( clustered) 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
鉴于企业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

要性，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城市土地出让数据，考查

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对工业企业发展的规模效应

和技术效应，发现土地财政收入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张

中的数量效应，而没有质量效应; 对企业技术效应有

制约作用。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不
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结论可作为政府
制订相关土地政策的经验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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